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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白燕F2平面及出土部分陶器图及与陶寺早期墓葬浅腹
盆比较

白燕F2:30釜形斝 29小口壶 27壶 31双层折腹盆 47长颈双壶 107泥质罐 49

壶 70夹砂缸 44夹砂罐陶寺D2002:1浅腹盆

图3 汾阳杏花村118号出土陶器 图4 杏花村、
陶寺鋬手鬲比较

（上接6版）
2025年5月11日上午询问发掘者许伟

先生，他说：“大都有居住活动面痕迹。
最上面是烧土块＋木炭＋大量陶片，像有
意打碎铺垫的，一处很神秘的房址。”

白燕 2 号房屋里出土了一件釜形斝，
还有一件比这件更早，也出土在房屋里。
以前晋中没有陶釜。这种釜形斝只能产生
于渭河、涑水河一直到伊洛河流域的横窄
地带。见之于太原盆地，当被认为是输入
的或外来影响的制品。这些釜形斝，开启
了晋中地区早期陶鋬手鬲的先河，黄河流
域最先产生陶鬲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晋
中地区，另一个是陕西渭水流域，盛产单
把鬲。

白燕三期即张先生命名的“杏花文
化”，是白燕遗址提供的线索，即杏花村
遗址四期，以鬲、甗、瓮、尊、罐、盆、
钵为其代表性器物，鬲、甗、瓮，特别是
鬲，数量占相当大比例，甗带腰隔，鬲以
侧装鋬手鬲为主，辅以单把鬲及无把无鋬
鬲。这些陶器的特征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
化，故在此称之为杏花文化。这个文化的
鬲的形态，存在着一个由宽弧裆经宽平裆
至尖角裆演变的完整系列。在以不同形态
陶鬲为特征的诸史前文化中，这是和客省
庄文化并列的两支最强劲的考古学文化。

杏花文化鋬手鬲杏花村 H118 最早
（图3），H118:9 鋬手鬲和 H118:10 单把鬲
是目前在所有陶鬲中最早的两件鬲，向山
西全境包括陶寺、绛县周家庄、垣曲古城
东关、高平西李门、沁水八里坪和东南部
是河南济源庙街遗址等遗址，还有陕北、
内蒙古中南部、河北紧邻山西南北等地传
播，也产生了鋬手鬲的“变异”，由侧装
逐渐变异成正装鋬手鬲了，就是一个鋬手
按在两足之间，另一个鋬手在剩下那一足
的正中，还小一些，如发现石头城墙的陕
西神木石峁等。

侧装和正装鋬手鬲，困惑了整个学
界二十多年。我曾考虑过是因北方地区
陶土含沙量较高的缘故，也做过多个遗
址、多件正装鋬手鬲的统计，结果发现
有大有小；也向陈雍先生多次请教，终
无果。去年阅读忻州游邀报告，双鋬各
式各样，有鸡冠耳状的、有瓦片贴附状
的两类，这两类又可细分为弯曲、直线
形的鸡冠耳状，和方块、椭圆形的瓦片
贴附状，于是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地区
因鋬手不再承重，越来越具有装饰性
了，也就变为正装了。起源于杏花文化
中的侧装鋬手鬲，直接传播或间接影响
到陶寺、石峁等地，因此称作中国古代
文明的标志性器物。

我的认识：白燕杏花，成就陶寺。

由于地处塔儿山北麓的陶寺遗址，第
一个简报将当时还不多见的直口直领下连
三个肥胖袋足、口沿下施二个对称鋬、通

体拍绳纹的大型鬲，
在“结语”中十分
形象地称为“直口
肥足鬲”，反而使人
忘 记 “ 侧 装 双 鋬
手 ” 客 观 属 性 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山西工作
队等 《山西襄汾县
陶 寺 遗 址 发 掘 简
报》 30 页，《考古》
1980 年 第 1 期 。），
导致学者们长期对
其来源模糊不清，
包括我在内的，实
际上是侧装双鋬鬲
（图4）。

杏花村118号灰
坑最早，陶寺望尘
莫及。我在 2025 年
依据张忠培先生的

“杏花文化是侧装双
手陶鬲的大本营，
并以此区别于以单
把鬲为特征的客省
庄文化，故东关文
化双手陶鬲的产生
当是接受了杏花文
化影响的结果”等
观点，论证所谓陶
寺文化、三里桥文
化、石峁文化、游
邀文化、老虎山文
化、永兴店文化等
等，或是杏花文化
的变体和分支，分
布面积达到 25 万平
方公里。

白 燕 2 号 房 址
里还出土了一件泥
质罐 （F2:107），彩
绘蜥蜴也可以称为蜥蜴龙，是襄汾陶寺大
型墓中随葬蟠龙盘的前身，这一点也是苏
秉琦先生首先指出来的，《赤峰红山后》
报告中有一片彩陶片上便是龙纹（苏秉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图146）。内蒙古赤
峰魏家窝铺彩陶壶（F54:2）和河北蔚县四
十里坡彩陶罐上的鳞纹，也是“龙纹”，
与蜥蜴龙共生成陶寺的蟠龙。论其渊源，
还 要 看 陕 西 西 安 高 陵 区 杨 官 寨 陶 钵
（T1534H25:6）上蜥蜴龙。

还有双层折腹盆，白燕 2号房址到杏
花村 2 号灰坑 （H2:4），再到陶寺墓葬
（M2168:3、M2035:1），陶寺还有许多就不
一一列举了，垣曲古城东关也有一件。

要溯源陶唐氏或唐尧，汉郑玄 《毛
诗·唐风·唐谱》说的“唐者，帝尧旧都
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尧始居处。此后
乃迁河东平阳”。

魏、西晋时期皇甫谧 （215 年-282

年） 的 《帝王世纪》 一书中，原文为：
“帝尧氏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尧
山在焉。……后又徙晋阳，今太原县是
也。于 《周礼》 在并州之域。及为天子，
都平阳，《诗》 于风为唐国，武王子叔虞
封焉，更名唐。”

“舜所都也，或言蒲坂，或言平阳及
潘者也。”禹“都平阳，或都安邑。年百
岁，崩于会稽”。

除尧都平阳之外，关于舜所都、禹所
都皇甫谧也不敢肯定，只是说“或者”罢
了，但这条记载“于 《周礼》 在并州之
域。及为天子，都平阳”，可做考证。

随着白燕报告的出版发行，关于陶唐
氏或唐尧的问题，即将日益明晰起来。最
后我想说，白燕、杏花、陶寺，这是两代
考古大家的战略布局，才使我们对远古时
代有了超越前人的认识。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烤 （炙烤） 是人类最古老的烹饪手
法，在历史不同阶段和地区皆有不同程度
的流行，迄今方兴未艾，几年前淄博烧烤
出圈，着实让烤串经济火了一把。所谓的
烧烤大约就是将肉或蔬菜放在铁板煎烤或
直接放在火上烧烤，在夏日露天餐饮中，
后者最为流行，也就是常说的“撸串”。
古代中国发现过的考古实物中，“出道”
即巅峰的一个阶段就可追溯至战国秦汉时
期。令人感慨的是，当时的烤串方法，所
用的烧烤工具、燃料等与今天相比，并无
太多差异。

先说食材和原料的制备。山东诸城
前凉台东汉晚期画像石墓中，一幅庖厨
图充分展示出当时的烤肉流程 （图1）。
整幅画像的东北区可视作烧烤区，北端
悬挂的肉品丰富，可辨者有龟 （鳖）、禽
（鸟）、鱼、兔、猪等，厨人从其取肉，
左下端两组帮工手持细长厨刀切制肉
脍，对应的一侧跪坐的两人，则从容地
拿着签串肉，四块肉一串，所制肉串与
上端烤炉上放置的一排肉串一致。一些
另类的食材也可能是当时人的美食，如 1
件东汉绿釉陶烤炉上搁置的则是两串似
蝉蛹的食材，每根签上串 4只。文献资料
内也可找到相关线索，如马王堆汉墓出
土遣册中记载了大量随葬食物种类，其
中就有牛炙、牛肋炙、豕炙、鹿炙、鸡
炙等，还收录了诸如“炙柰”“燔藕”

“焦薤”等水果、蔬菜的烤制方法。而
《诗经·瓠叶》 中则有“有兔斯首，燔之
炙之”的描述。可见当时烧烤食材的丰
富程度。

次说烧烤工具。主要指的是烤炉和串
肉的签。其时的烤炉形态和功能不拘一
格，铜、铁质，多呈四足方盘状，或长
条炉形，也有链式挂炉。有的画像石更
有鼎上烤肉的图像。从个别釉陶质模型
器看，也不排除当时陶质烤炉的存在。
不过这些炉子也未必专用在烧烤之上，
冬天也可以盛炭，用于烤火取暖。但一
些炭炉出土时伴出烤肉签，足可确证其
主要用途，如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的 1件铁
炉，铁炉长 53.4 厘米、宽 44 厘米、高
19.6厘米，炉中可见铁签和木炭，炉壁衔

环，并有链条相接。一些架式烤炉，体型
小巧，便于携带。如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
方形烤盘造型格外精致 （图2），高 11 厘
米、边长 27厘米、盘深 4.8厘米。另有一
类便携式烤架或许可置于炭炉中直接使
用，像南昌蛟桥东汉墓出土的 1件带柄铁
烤架 （图3），中间置 7 根架条，长 35 厘
米、宽15厘米、高11厘米。

串食材所用签条，分单根和叉状两
类。单根签属细签，主要分竹、木、铁三
种材质。签的长度则匹配相应的烤盘尺
寸，像上述的南越王墓这件烤盘，伴出的
还有一捆放在竹笥内的铁签，长条形，两
头尖细，中间略粗，直径 0.4～0.8 厘米、
长28～35厘米。画像石烤串场景中可能大
多使用的都是此类细签。在汉代的西北地
区，还发现过木签（图4），其优势就是就
地取材，同时利用树枝自身独特的香味，
用于去除腥膻，与当代该地区红柳枝烤肉
的传统具有明显传承关系。有趣的是，无
论实物或画像中的签条，每根上可见食材
却大多是4块（个）。

叉状签体型较大，叉分两股或三股，
后端带有长柄，总长超半米，主要用于烤
制大块肉食。这正是北魏《齐民要术·炙
法》中所提到的“两歧簇两条簇炙之”的
烧烤用具。南越王墓中出土过两件类似铁
叉，二股、三股叉各一件，竿长约 60 厘
米、叉长约20厘米。

再说烧烤的燃料。相较于直接用树
枝，炭火温度高，火力集中，受热更均
匀，既能将肉块表面烤得焦香酥脆，也

能最大程度确保肉的内部汁水不流失，
获得更好的口感。烤肉所用的木炭中，
首选一些诸如枣木、桑木这样的硬质杂
木，其木质密度高、分量沉，耐烧，无
烟，且有天然香气，在当时就备受青
睐，张家山汉简 《奏谳书》 中就有“桑
炭甚美”的记载。出土的木炭实物也有
一些，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炉盘，下
方的炉内盛木炭，较大者有 13 块，块形
规整、尺寸均匀，树种经鉴定属于栎类
硬木。文献记载的木炭的生产和使用在
两汉时期更加普遍，与烧烤相关的图像
和实物也有不少。前述诸城前凉台、临
沂五里堡等汉墓画像石图像中还可见烤
串时用扇子助燃木炭的场面 （图5），画
面生动，还原度极高。

以 上 不 难 看 出 ， 早 在 战 国 秦 汉 时
期，先民已经掌握一套完备的炙烤技
艺。从食材搭配、工具选择到燃料利
用，处处蕴藏实用的饮食经验。古今烧
烤一脉相承，这些出土文物与图像史
料，正是连接上古烹饪习俗与当代大众
烧烤饮食最好的实物见证。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2025年，为配合郑州航空港区比亚
迪五期项目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发掘了一处东汉晚期墓葬（鲁家古墓
M3），虽遭严重盗扰，但墓门及中室门
柱上的五块画像石保存完好。尤为引人
注目的是，其中西王母、东王公画像，以
罕见的“倒悬仙山”与“柱状连接”结构，
形象演绎了“昆仑铜柱”的神话意象，并
在山脚下清晰刻画河流，直观反映了

“河出昆仑”的汉代地理认知。这批画像
石是郑洛地区经科学发掘的东汉晚期
画像石实例，其独特的艺术表达与深厚
的信仰内涵，为研究东汉洛阳都城文化
圈的丧葬艺术、神话体系乃至时人的宇
宙观与地理观，提供了重要的实物
材料。

鲁家古墓 M3（下称 M3）墓葬形制
为长斜坡墓道砖室墓，共出土有铜钱、
盖弓帽、铜饰和骨簪等器物 30余件。画
像石出自墓门和中室甬道，分别在门
版、门楣和门柱（中室）雕刻有画像，其
中门版正反两面均有画像，共计 5块，7
幅画面，其中门版背面是一组西王母和
东王公画像，分别为一号和二号画
像石。

一号画像石背面图像为西王母仙
境叙事。长方形边框内填画像，按上下、
左右空间关系可分为西王母和铺首衔
环两部分。上部以西王母为核心，内有
侍从、白虎、玉兔、仙山等多种元素。画
像顶部为一条鱼尾形帷帐，下飘两条彩
带，西王母端坐于帷帐下画面中轴线上
方，头戴三角冠，配有“胜”饰，面容圆润，身着宽袍，
肩背生出张扬的双翅，端坐于倒悬的四峰山神山之
上。其两侧对称跪坐男女侍从，位于倒悬的三峰山神
山之上；左侧侍从头戴冠饰，五官清晰，嘴巴张开，身
着紧身衣服。右侧侍女头戴方冠，长发飘逸，手端
仙丹。

西王母及两侧侍从均坐在倒悬神山之上，神
山通过弧状或柱状结构与底部的山顶相连，数量
与上部倒悬山相对应，构成“天地相通”的形态。
其中西王母座下延伸出的五峰山，山脚下分出六
条河流。五峰山右侧为玉兔跪在地面，执杵捣药。
山下方绘一白虎，头朝左，呈奔跑状，长尾，口吐
云气（或火焰），动感十足。下部单元为铺首衔环，
主体为一只正面伏卧的蟾蜍，口衔圆环，其左上
角伴有一只蹲卧的九尾狐。周围空间以流动的云
气纹填充。画像石长 166 厘米、宽 76 厘米、厚 14
厘米。

二号画像石背面图像主题为东王公，与西王母
题材布局相似，整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核心为
东王公，包括三足乌、仙山、玉兔、青龙、羽人等元
素。画像顶部为屋顶，有方形檐木，东王公坐在屋
下中轴线，头戴长冠，鹅蛋形脸，背部有两个羽翼，
身着宽袍坐于倒四峰山之上。两侧分布站立男女
侍从，左侧侍者为男性，呈站立姿态，头戴极长的
冠冕，长发飘逸，背后斗篷，体
型高大，三足。侍从头冠左侧有
一只神鸟。右侧侍女呈跪拜姿
态，头戴鸟状神冠，长发飘逸，
背 后 有 斗 篷 ，腿 部 为 跪 姿 ，
三足。

东王公所坐倒四峰山与地
面五山峰相连，连接柱上宽下
窄。五峰山右侧为玉兔捣药，左
侧有一只巨型脚。五峰山下侧
为青龙，头朝右，嘴部张开，四
足奔跑，龙背上有一跪坐羽人
驾驭。

下部主题为铺首衔环，与西
王母画像石相同。衔环其他区域
用云气纹填满，不排除部分云气
纹为狐尾。尺寸与一号画像石
相同。

画像石上的神话世界——核心要
素解读

倒悬仙山与“天柱”本次发现的两
位主神均端坐于画面中轴线上方，但其
座下并非寻常的宝座或台基，而是“倒
悬”的四峰山仙山。仙山山峰朝下，山体
在上，形成一种违反常理却又充满玄妙
感的悬浮状态。更关键的是，这倒悬的
仙山并非孤立存在，它们通过粗壮的柱
状结构，与画面底部正常朝向的五峰山
地面仙山紧紧相连。

西王母座下的连接柱，呈上窄下宽
的样式；而东王公座下的连接柱，则为
上宽下窄。这种细微的差异，可能并非
工匠随意为之。《神异典》中记载：“昆仑
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
也。”（陈梦雷.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
[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36：21.）
画像中这些连接天地、形态明确的柱状
物，与文献中“昆仑铜柱”的描述高度契
合。它们很可能就是汉代人想象中，用
来沟通凡人世界与昆仑仙境的“天柱”
之图像化表现。西王母与东王公端坐于
倒悬仙山之上，正象征着他们高居于由

“天柱”支撑的、悬浮于尘世之上的神圣
空间，这一细节还原了汉代人群对主神
所处世界的想象，又并不完全违反物理
规则的世界观。

“河出昆仑”的图像表达“倒悬仙
山”与“柱状连接”构建了神话的空间结
构，人间山脚下的细节则体现了时人对

神话地理的具体认知。在西王母画像中，其座下倒悬
仙山所连接的地面五峰山脚下，工匠用清晰的阴线，
刻画出六条蜿蜒曲折、向外流淌的河流。这一图像细
节，与汉代主流的地理认知“河出昆仑”之说严丝合
缝。《汉书·地理志》与《山海经》等文献均记载，昆仑
乃万水之源，多条大河发端于此。画像石以最直观的
方式，将文献中的文字描述转化为视觉图像，确证了
在东汉人的观念中，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不仅是一
个神话场所，也是一个具有特定地理特征（作为河
源）的“真实”空间。

耐人寻味的是，在东王公画像中，其座下的地面
仙山则没有任何河流刻画。这与西王母图像的“河出
昆仑”形成鲜明对比，或许暗示着在汉代人的信仰地
理中，东王公所居的东方仙山（或与蓬莱、岱舆等传
说相关），并不具备昆仑山那样“天下水源”的独特地
位。一幅画像，两个细节，生动展现了汉代神话信仰
与早期地理知识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

西王母与东王公的信仰体系这两幅画像构成了
一个完整的信仰单元。二者在构图布局上严格对称，
但在细节上又各具特色，共同构建了东汉晚期流行
的神仙信仰体系。

西王母头戴三角冠，饰有“胜”，肩生双翼，帷帐
为鱼尾形，垂下飘逸彩带。其两侧为跪坐的男女侍
从，右侧侍女手捧丹丸，下方有玉兔执杵捣药，呼应
着西王母“掌不死之药”的经典神话母题。画像下方，
还有口吐云气的奔跑白虎与蟾蜍衔环、九尾狐等祥
瑞，仙境气息浓郁。

东王公则头戴长冠，背生双翼，坐于简单的屋宇
檐缘之下。其两侧侍从形象极为特殊：均为站立姿
态，身形高大，且皆为三足。左侧男侍冠后立一神鸟，
右侧女侍冠饰直接为鸟形。这种“三足”特征，容易让
人联想到神话中为西王母取食的“三足乌”。若这一
猜想成立，将东王公的侍从表现为“人格化的三足
乌”，或许暗示了东王公神格与太阳、阳乌（金乌）信
仰存在某种关联，为理解这位相对晚出的男神提供
了重要线索。画像下方，则有羽人驾驭奔驰青龙的场
景，动感十足。

当前画像石研究中一般认为虽然郑洛地区较早
出现画像石（砖），但并非画像石的主要流行区，这一
认识主要基于画像石出土数量，尤其是东汉晚期，郑
洛地区画像石十分稀少，因此，目前学界研究中通常
将画像石分为四大区，本次科学发掘获得的这组画
像石与其他区域的西王母和东王公叙事风格完全不
同，在具体工艺表现上也有明显差异，为构建该区域
画像石艺术的年代框架与风格谱系提供了关键
材料。

另一方面，这一发现为研究东汉洛阳都城文化
圈的艺术风格提供了直接证据。将其与邻近的洛阳、
许昌、新密等地已发现的东汉艺术遗存对比，可以观
察到许多共性，如朱雀与铺首衔环的固定组合、青龙
白虎与神树的搭配模式等。但“倒悬仙山—柱状连
接”这一核心构图，在本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都显得
尤为独特，很可能代表了东汉晚期以洛阳为中心的
京畿地区，在吸收各地艺术养分后，形成的一种具有
自身特色的地方性艺术表达。这对于理解汉代艺术

“多元一体”格局中“中原样式”的具体内涵，具有启
发意义。

最后，本次发现的神话题材是一扇窥探汉代人
精神世界与宇宙观的宝贵窗口。“昆仑铜柱”与“河出
昆仑”的图像，将抽象的神话概念和地理认知转化为
具体的视觉形式，生动揭示了汉代人如何用已知的
时空经验（如山、柱、河）去理解和构造未知的仙境与
彼岸，这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哲学观念的另一种
体现。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北京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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